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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講同宣的優缺點分析： 

以竺法護、鳩摩羅什和真諦為例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六年級 

谷有量 

 

摘要 

 

佛教傳入漢地之初，西域僧侶如竺法蘭、迦攝摩騰、安世高等，為了弘法必

須翻譯經典，形成了「譯講同宣」的模式，即一面翻譯、一面講解，並接受在場

僧俗的質詢與辯論。此方式有三大特色：一是譯場人數龐大，參與者動輒數百至

數千；二是譯經過程中伴隨公開論辯，確保翻譯與義理的準確；三是弟子同時整

理大師的講解，經典與義疏往往同步產生。這樣的模式使佛理更易為群眾理解，

也培養了新一代講經法師，成為早期佛教弘傳的重要助力。本論文探討三位舊譯

時代譯師的譯講同宣做研究：竺法護、鳩摩羅什和真諦，並分析其利與弊。 

竺法護翻譯速度極快，顯示他並未採行譯講同宣，因為該方式往往拖慢進

程。他多依靠筆受，未見有固定譯場，而是與不同人士組成小型翻譯團隊。此種

靈活合作模式，成為後來大型譯講同宣譯場的雛形與基礎。羅什主持大規模譯場

時，常「先講後譯」，先用漢語闡述佛經大義，再由弟子記錄、整理成文。他的

譯講同宣模式，使經典在傳譯中兼具翻譯與注解。真諦在譯場中亦採「譯講並

行」方式：他先以梵語原典講述義理，再口授漢譯，弟子同時記錄，並加入義

疏。此方式使其譯文往往帶有詮釋性，兼具翻譯與講解功能，對唯識學派的形成

影響深遠。 

然而，譯講同宣亦存在缺點：過程冗長、效率低下，且翻譯與義疏常混雜，

導致經文中出現梵本所無的解釋。隋唐以後，譯經模式趨向精兵化，僅由專業團

隊分工完成，如玄奘時期即嚴格分離翻譯與講經，使譯經更為精準高效。總的來

說，佛經翻譯在中國經歷了從個人翻譯、譯講同宣，到唐宋菁英化譯場的演進。

早期的譯講同宣雖有局限，但對漢傳佛教的奠基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奠定

了佛教中國化的第一步。 

 

 

 

關鍵詞：譯講同宣、佛典漢譯、竺法護、鳩摩羅什、真諦 



2 

“Among all known languages the most violent contrast obtains between Chinese and 

Sanscrit (sic), since the former consigns all grammatical form of the language to the 

work of the mind, whereas the latter seeks to incorporate it, even to the finest 

shadings, in the sound… In this way, across the whole area of language known to us, 

Chinese and Sanscrit (sic) represent two fixed extremes, unequal to each other in their 

aptness for mental development, but alike in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complete 

execution of their systems.” 

~ Wilhelm von Humboldt1 

 

 

一、前言 

中華民族相傳有五千年歷史，經歷了源遠流長的時間長河，華夏文明也在

長江和黃河沿岸孕育而生。中華文化包容萬象、歷史悠久，其宗教是以「儒釋

道」為主。佛教實質上是唯一的宗教，融合了儒道二家的思想和文化而成為了

中國特有的漢傳佛教。中國佛教出現在東漢年間，以中文佛經為根本，加上外

來的和尚做譯者和說法者，成為初期漢譯佛教經典的特色之一。2 中國歷史上

出現許多非漢人的王朝，都對佛教有巨大的貢獻，也藉由信仰佛教來使漢人臣

服並藉此安定人心。 

梵文和中文是所有語言中天秤的兩端3，但卻因佛法而產生連結，不僅將印

度的文化與思想移植到中國，也將不擅於文字書寫的諸多西域佛經用同一種文

字紀錄而編纂成漢文大藏經。佛經的翻譯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歷時最長和最有系

統的翻譯集結，而中華文化也因佛教而更加豐富、溫和與圓滿。在佛教考古發

現敦煌藏經洞及犍陀羅等古文物後，佛經的研究進入了更深入與前所未有的境

界與領域。 

 

二、簡介譯講同宣的翻譯模式 

 
1 Wilhelm von Humboldt, On Language: 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 pp. 230, 232.  
2 蕭世昌，《鳩摩羅什的長安譯場》，頁 39 註 4 指有學者認為在秦朝或西漢便傳入中土。 
3 見上述 Wilhem von Humboldt 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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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國據傳超過二千年，在漢明帝時期便有耳聞西域有「以佛為名」

的宗教，因此在漢朝時便派遣使者了解。佛教初傳至中國（東漢永平十年，公

元 67 年）時，西域僧人包括竺法蘭、迦攝摩騰和安世高等西域僧人為了弘揚佛

法，透過翻譯將天竺文翻譯成漢文，才能使中國信徒理解。早期來華的西方僧

侶主要是為了弘法而來，而為了弘法他們須透要翻譯佛典，也因此早期的譯經

和弘法合為一體。這與後來以玄奘為首的新式譯場差異很大。他們藉由這種

「譯講同宣（同施）」的方式，一面傳譯經典，一面講解佛法，將梵文透過譯

場從梵文變成中文，再經過多次校對後定稿，同時也能對在座聽講的信徒開

示。4 漢文大藏經的特色是一經多譯，會保留各種版本，這點與藏文大藏經的

形式不同，例羅什《妙法蓮華經》的百餘年前就有竺法護的《正法華經》。佛

經本身的來源可能來自不同的語言，也可能是編輯不同的版本，而中文佛經也

會因外國僧人與漢地助手的中文能力而大異其趣。總而言之，無論是漢傳佛教

和藏傳佛教的譯經過程都有一定的規律，不同之處在於藏傳佛教每部經典僅保

留一份翻譯，而漢傳佛教則保留了諸多版本。在中國最有名的《維摩詰經》便

有由支謙、羅什與玄奘所翻譯的版本。在中國漫長的譯經史中，也曾出現所謂

的四大翻譯家：羅什、真諦、玄奘和不空。本論文取其中的前二位舊譯時期的

西域翻譯者為代表，再加上更早期的竺法護，以時間序列來探討三位譯者的風

格、經典、數量及譯場制度。 

譯場的建立與形成有其因緣與歷史典故：中土早期出現的佛教重鎮在陝西

長安和河南洛陽，洛陽的譯場出現在三國時期的曹魏時期，而長安則於稍晚的

西晉時期出現了竺法護和道安的譯經組織為主。竺法護（226-302 年）的時期較

羅什早了近百年，而其譯場是隨著竺法護的行腳而更換團隊的，沒有固定的地

點和團隊。5 道安（312-385 年）與羅什（350-409 年）僅差二十餘年，且道安

 
4 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頁 131。 
5 蕭世昌，《鳩摩羅什的長安譯場》，頁 43-44。竺法護於晉武年間（266-290）前往西域求

經，再經敦煌把佛典帶回長安，回來的路上沿途翻譯經典，到長安後仍繼續翻譯事業。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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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安所建立的譯場的部分僧人後來加入了羅什譯場，也因此羅什的譯經團隊

會如此臥虎藏龍。羅什也因為道安的翻譯人才的加入而如虎添翼，為他日後名

留千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石。長安在當時流行「般若」和「空」，而流行著以安

世高、康僧會為首的聲聞乘禪法，以及支讖、支謙領導的菩薩乘般若學。6 

初期佛經譯場（船山徹稱為舊譯時期）有三種特色：1）一位大師譯經時，

在其譯場中協助譯經和聽受宣法的徒眾，少者數百人，多者數千人；2）譯場中

經常有論辯的現象，譯經大師把經典譯成漢文後，同時宣釋經典內容，在座聽

受的信徒如果覺得譯經大師所譯的內容不清楚或義理不妥，能當面提出質詢，

要求譯經師回答問題；3）在譯場中聽受譯師宣法譯經的佛弟子，除了紀錄佛典

譯文外，同時也將經過大師闡釋經文的內容一併記錄下來，所以譯成一部經典

的同時，這部經典的義疏也一併完成（當然仍然需要弟子事後彙整與編輯）。7 

隨著漢地佛經的質量不斷提升，既有的漢譯佛典足以充分而正確的反應佛教思

想，譯經和講經也分道揚鑣。隨著朝廷開始參與譯經活動，在經費充足之下，

翻譯和講經也逐漸脫鉤。講經和譯經分離後，譯經的效率在減少大眾干擾下也

有所提升。8 

翻譯的時候為什麼要講經？又為何要辯論呢？宣揚佛法和渡化眾生是僧人

的天職，而將經典所載的佛理向大眾說明，是「續佛慧命」的一種救世方法。

講經在印度向來有聽眾向法師質詢和辯難，也因此在佛法東傳時，講經和辯論

的風氣也一併傳入。譯講同宣的翻譯方式有哪些優點呢？有二點最為明顯：1）

在翻譯時先經過一番講解和辯論，集思廣益的將這些名相、微義都弄明白，譯

 
受益於如聶承遠協助校對集刪節經文，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人負責詳細校對譯

文。 
6 蕭世昌，《鳩摩羅什的長安譯場》，頁 44。道安的譯場中僧伽跋澄、曇摩難提、佛圖羅剎等

僧人合作，一人口誦經文、一人寫梵字、一人度語傳譯，並結合了擅長佛學的僧人做筆錄和修

正譯文等潤飾漢文的工作，並成為之後同樣在長安的羅什譯場的基本骨幹和雛形。因此，當人

們對於鳩摩羅什的翻譯經典給予高度評價和歌功頌德時，其實道安也是立下汗馬功勞的。 
7 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頁 132-141。 
8 船山徹，〈佛典漢譯史要略〉，頁 249-252。舊譯時期翻譯速度約為 10-20 日翻譯一卷，而竺

法護以 5-7 日一卷，而到了新譯時期玄奘約為 3-7 日翻譯一卷，但有時也達到超過 10 日一卷。

可見舊譯的速度還是明顯慢於新譯，可見在沒有外界干擾和菁英政策下的翻譯在速度上有明顯

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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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漢文後比較接近原本且更容易理解；2）在譯場聽講的人等於是在上主譯的

課，接受主譯訓練，日後也能成為講經的法師，所以最先依據譯本講經的往往

是譯場的弟子。由此可見，譯講同宣是一舉兩得的制度。9 在場每位聽眾都有

做筆記，也因此如羅什講授《維摩經》時，僧叡再借在場聽眾之筆記整理成經

義疏序，翻譯和義疏同時完成。在譯講同宣時的筆受身負重任，不僅要處理疑

問並好好掌握主譯對經義的解釋，還要集合聽眾的筆記做參考，以便歸納主譯

所述，然後選擇適當的字眼來翻譯。本文翻譯完後，這些筆記也另外整理成解

釋經文用的義疏，所以經文和義疏是同時產生於譯場的。在此之後還要經過傳

語或專人校勘後，才能成定本。10 

雖然譯講同宣有上述的優點，但也有二個缺點，使得在隋唐後轉為更精兵

式的譯場型態：1）譯講同宣的辯論形式雖然可同時釋疑和傳播佛法，但卻耗時

費力，導致翻譯進度無法確切的進行；2）譯講同宣的優點之一是理論上宣講完

畢時同時完成翻譯和著述的部分，但實際上筆受常將主譯翻譯和義疏混淆，也

因此有些經文參雜了義疏的成分，也就是梵本原文沒有的元素。這二項缺點在

隋唐以後採納了譯場拒絕閒雜人等進入，並僅讓菁英進入譯場後逐漸改善。玄

奘便是將講經和譯經分離的最佳範例，因此才能嚴格執行並維持譯經計畫和進

度，成為中國佛教史譯經史上的傳奇。11 

根據許理和的描述，二世紀末至三世紀初有大約 10 位阿闍梨在洛陽翻譯和

教授佛經，並在此期間翻譯了 51 部經典。有些法師手持原典，有些則憑記憶背

頌經文，無論是念誦或背誦二者皆稱為主譯。如果中文程度夠好，便自己翻成

華語給予口授，否則便須經過傳譯翻譯。如果有些佛經是由法師憑記憶背誦出

來，因此增設一位專門負責書寫梵文的筆受，也就是有二位筆受，一位書寫梵

文原典，一位書寫漢文翻譯。12 經過筆受書寫翻譯成中文的經典，透過正義來

 
9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頁 97-100。 
10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頁 101-103。 
11 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頁 155-161。 
12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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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校訂。翻譯時，法師會給予口頭解釋，而這些解釋常不經意的形成了翻譯和

註解的混合體，如安世高翻譯的《安般守意經》便是一例。許多早期的義疏是

根據翻譯時所給予的口解摘錄而編輯成冊的。13 佛經翻譯大致分為二個時期：

前期譯講同宣時期有聽眾可以解經和辨疑，通常參與者多達數百上千人，但實

際參與翻譯者也僅十幾位，其餘為聽講人士；到後期隋唐後由專家集體組成的

譯場，由譯主、筆受、度語、潤文、正義等負責各項工作，原則上沒有聽眾列

席。14 本文欲探討舊譯時期的譯講同宣時期的狀況，並藉由透過三位譯師的範

例來探討其優缺點，而三位譯者分別為竺法護（226-308 年）、鳩摩羅什（344-

413 年）和真諦（499-569 年）。三位譯者中，僅鳩摩羅什有固定的譯場，其他

二位由於長年奔波而沒有固定的譯場。其中，鳩摩羅什和真諦有施行譯講同宣

的翻譯方式，而竺法護時應尚無此風俗，或至少沒有長期固定舉辦譯講同宣的

譯場。 

 

表格 1 三位譯經家所翻譯的經典數量 

僧人 《出三藏記集》 《歷代三寶記》 《大唐內典錄》 《開元釋教錄》 

竺法護15 159部，309卷 210部，394卷 210部，394卷 175部，354卷 

鳩摩羅什16 35部，294卷 98部，425卷 98部，425卷 74部，384卷 

真諦17 —18 64部，267卷 70部，288卷 49部，142卷 

（作者自行統計） 

 

 
13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31. 
14 船山徹，〈佛典漢譯史要略〉，頁 252。 
15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66 和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128。 
16 姜濤，《後秦佛教研究—以譯經為中心》，頁 48。 
17 蘇公望，〈真諦三藏譯述考〉，頁 69。Michael Radich, “External Evidence Relating to Works 

Ascribed to Paramārtha, with a Focu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atalogues,” pp. 39-102 針對真諦在經

錄中的經論做完整且詳細的分析和評論。 
18 真諦在《出三藏記集》統計時尚未誕生，故在此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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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佛典翻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到北宋仁宗為止（58 年-1063 年），

歷時 1005 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漢傳佛典翻譯由零散的個體戶，逐漸發展到規

模龐大的譯講同宣模式，再到唐宋時期將翻譯與講經分離後建立起以唐玄奘為

首的分工精密的菁英翻譯，這都有其背後的原因、脈絡和典故。19 何謂「佛典

翻譯」呢？只要是某人將「佛典」從一種語言（來源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

（目的語言）的整個過程，無論此翻譯是口譯或筆譯皆無所謂。佛陀在印度講

經時歷來要聽眾向法師質詢和辯難，據說在講《安般守意經》時由於弟子們無

人提出質問，佛陀只好自己化作二身，由一化身發問，另一化身作答，藉著彼

此的問答和辯論，引導弟子和聽眾進一步了解經義。20 玄奘在印度的戒日王邀

請之下參加在曲女城的講經，在場的高僧 4000 餘人和外道 2000 餘人都深通哲

理而善於辯論，但經過 48 天的法會卻無人能辯倒玄奘，他也因此取得最高榮

譽。21 可見辯論在印度佛教一直佔有重要的角色。事實上，早在安世高的年代

便有譯講同宣的情況，湯用彤便提及：「安世高善《毗曇》學，譯經時並隨文

講說。其後浮調依其規模，分章句疏釋。此種體裁，於後來註疏至有影響。…

道安所用體裁，實出於嚴浮調。」22 可見在佛經翻譯的初期就己經有譯講同宣

的雛形了。安世高譯《陰持入經》便採這種方式，之後康僧會譯《六度集

經》、道安譯《十法句義》、甚至支謙譯《大明度無極經》都有此情形，可見

一邊翻譯一邊辯論已行之有年。23 

 

三、竺法護（Dharmarakṣa，226-308 年） 

竺法護是西晉的譯經家，為月支人，許理和稱他為羅什前最偉大的佛經翻

 
19 苑藝，〈中國古代的佛經翻譯與譯場〉，頁 74。 
20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卷 1：「世尊初欲說斯經時，大于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安般，無能

質者。於是世尊化為兩身，一曰何等、一尊主，演于斯義出矣。大士、上人、六雙、十二輩，

靡不執行。」(CBETA 2020.Q4, T15, no. 602, p. 163b18-21)。 
21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頁 98。 
22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92。 
23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91-95。 



8 

譯師。24 竺法護生於敦煌，在八歲時於竺高座門下出家，本來姓支後來隨師父

改姓竺。25 他誕生於經商氏族，有感於中土缺少大乘經典便跟隨師父行腳至中

亞各國時也學會了西域三十六種外語，被稱為是敦煌菩薩。26 他「天性純懿操

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涉獵百家之言」，可見他無論是

對外國語言或是中國哲理都大量學習並了然於胸。27 他一生經歷了三個階段：

1）學僧生活（236-265 年）、2）譯經事業（266-290 年）和 3）草創關河學派

（290-306 年），而其影響較大的經典有《光贊般若經》、《正法華經》、《漸

備一切智經》、《彌勒成佛經》和《普曜經》等。他在初期漢傳佛教史上佔有

顯赫的地位：在西晉武帝時代從敦煌沿途翻譯回長安，把佛教向中國東漸的傳

播由點連成了線，使佛教信仰向沿線的民間滲透，從而擴大了佛教在漢地的影

響。28 竺法護譯經時間很長，自太史二年開始算起至少有 43 年（266-308

年），其中最豐富的時期為 284-288 年（共譯 57 卷）及 291-297 年（共譯 36

卷），而 273-284 年間完全沒有任何譯作。29 他自中亞回長安時攜帶了許多佛

經，在旅途的路上已經開始翻譯佛經，並且在長安和洛陽發展起以高僧和仕紳

為主的追隨者。他長年往返於長安、洛陽和敦煌等地，也因此沒有固定的譯

場，而他也和許多人合作翻譯並有多位筆受。30 「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

 
24 梅迺文，〈竺法護的翻譯初探〉，頁 50。 
25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頁 317。 
26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65 和蕭世昌，《鳩摩羅什的長安譯場》，頁 43。 
27 《出三藏記集・護法傳》卷 13 (CBETA 2020.Q4, T55, no. 2145, p. 97c22-23)。 
28 李尚全，《漢傳佛教概論》，頁 22。 
29 翻譯時期為 43 年源自梅迺文，〈竺法護的翻譯初探〉，頁 51。翻譯最盛時期源自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66. 翻譯空白期源自 Daniel Boucher, Buddhism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ird-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Dharmarakṣa and his Translation Idiom, p. 94。然而，Jan Nattier,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 pp. 7-9 提出質疑，認為竺法護早期的譯經是在較晚起的《出三藏記集》中才出現，而

且許多經典的翻譯日期實際上並不存在，因此他認為或許竺法護實際上是在 284 年後在敦煌才

真正開始進行翻譯。假如他的假設是正確的，竺法護實際的翻譯生涯則縮短為 25 年。然而，目

前學界對此仍然沒有定論。 
30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67 指他的徒弟法乘於 280 年在敦煌建立了一個大佛寺，而這佛寺也應是當地

的翻譯中心。被道安歸納為「涼土異經錄」也極有可能在此進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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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而他的貢獻也為道安和羅什打下了基礎。31 

竺法護在長安有數千位弟子32 ，包括許多來自遠方的仕紳和士庶，其中包

括長期擔任其筆受的聶承遠及其子聶道真。他出家子弟中以竺法乘最有名，但

也有竺法行、竺法存和竺法首，大都隱居山林並講究實踐。33 他受到許多中亞

和印度的在家與出家眾供養和協助，其中包括三位龜茲人、一位安息國人、二

位康居人、一位于闐人、二位罽賓人、五位印度人、三位月支人、和一位西域

人。這些來自西域各國的人不只在敦煌追隨他，也一起到洛陽和長安進行翻

譯。34 竺法護似乎相當富有，某次有位信徒要測試法師的道心，特別跟他借二

十萬錢，他也爽快地答應了，第二天信徒便坦白說不需借錢且率領多人皈依。

35 這故事很可能不是真的，但也顯示竺法護不缺錢。 

竺法護的翻譯風格樸實無華且忠於原本，這可能是由於他本身具備雙語能

力，因此不如羅什般的仰賴於筆受的編輯能力。36 他採用逐字逐句的直譯，因

此譯文中常出現不自然的漢語表達，尤其在偈頌部分按照原文語順翻譯，在理

 
31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66.《出三藏記集・護法傳》卷 13 (CBETA 2020.Q4, T55, no. 2145, p. 98a3-

4)。 
32 嚴格來說是有數千人來聽他講法，並非一定全部都是弟子。 
33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頁 320。 
34 Daniel Boucher, “Dharmarakṣa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to China,” pp. 30-32。他們也可

能跟竺法護一樣，身為西域人並於出家後採用皈依師的姓氏。他們也有可能是中國人，即便是

用西域姓氏的漢人，也應該對西域文化有相當的接觸與了解，對印度語文也有所掌握。亦或來

自於印度和西域的外國僧人，長期待在中土後中文程度達到相當的水準。總之，這個團隊成員

多元且語言能力涵蓋西域各國，這也有助於他翻譯來自各地的經典。 
35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p. 68-69. 《出三藏記集・護法傳》卷 13：「時有沙彌竺法乘者。八歲聰慧。依

護為師。關中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偽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有答。乘年十三。侍在

師側即語客曰。和上意已相許矣。客退。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

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五戒。具謝求錢意。於是四方士

庶聞風嚮集。」(CBETA 2020.Q4, T55, no. 2145, p. 98a10-17)。謝和耐將此故事簡化為竺法護答

應借錢，但根據《出三藏記集》是其弟子竺法乘根據來者的樣貌，認定他不是真的想借錢而代

為答應的。 
36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69. 雖然許理和認為法護具備雙語能力，但是梅迺文，〈竺法護的翻譯初

探〉，頁 58 則表示他的翻譯風格變化大的主要原因是受限於其筆受的中文能力而定。如果筆受

國文好，則譯作較自然流暢，而若國學素養欠佳，翻譯出來的經典自然生澀難懂。從他筆受人

員中有龜茲人、月支人、于闐人和粟特人，也有以聶承遠父子及竺法乘為主的中國人來看，這

樣的推論是極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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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上造成困難，但也由於他忠實於原文，因此我們能根據他的翻譯重構原本的

面貌。37 他的直譯翻譯技巧也是前所未見，在他的翻譯下許多佛學名相更加完

整和專門。38 聶承遠父子常擔任筆受，也常常修正其文句。39 竺法護對於中國

大乘佛教的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他的譯本涵蓋般若經類、華嚴經類、寶積經

類、大集經類、有涅槃、法華經類、有大乘經集類、有大乘律類、有本生經

類、也有西方撰述類，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40 他當初來漢地便是為了

弘揚佛法，可能沒有屬於某個教派，因此才如此廣泛的宣講和翻譯各類大乘經

典。 

竺法護在剛來華時基本上不識漢語，但後來有能力自己進行校對，可見在

長期翻譯的過程中他的中文程度達到相當嫻熟的水準。41 在翻譯速度上，竺法

護堪稱是舊譯時期翻譯速度最快的：他翻譯《正法華經》十卷，共花了 52 天，

平均約 5 天翻譯一卷；翻譯《如來大哀經》則七卷則以 6-7 天一卷的速度進

行，皆明顯快於其他同時期的譯者。42 法護的經典來自各地，包括龜茲、于闐

和罽賓，可見他交友廣泛。43 這些從不同西域國度得到的經典究竟是什麼語言

書寫的？根據學者分析，應該屬於印度俗語或犍陀羅語，而不是梵文，而書寫

字體以佉羅文為主。44 翻譯《正法華經》時，他應是讀一遍經典原文及解釋和

註疏，再由聶承遠翻譯成漢文。雖然無法確定究竟是誰實際將梵語翻譯成漢

文，但應該注意其翻譯團隊成員來自各國，也因此有許多人可以擔負此責任。

竺法護雖然在此時已經在中國待了二十年，還是得仰賴中國助手來協助翻譯，

而聶承遠的印度語眼能力應不甚佳。即便如此，經文最後還是經過印度僧人和

 
37 幸嶋靜志，〈試探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的原語面貌〉，頁 1-2。 
38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69. 
39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頁 319。 
40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頁 319 和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70. 
41 梅迺文，〈竺法護的翻譯初探〉，頁 51。 
42 船山徹，〈佛典漢譯史要略〉，頁 250。 
43 梅迺文，〈竺法護的翻譯初探〉，頁 56。 
44 幸嶋靜志，〈試探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的原語面貌〉，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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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茲居士的參校，45 在洛陽又經康居僧人當竺法護的面進行再次校正。可見他

們很認真的進行校對，並且至少對《正法華經》曾進行多次修正。46 由於竺法

護的翻譯速度很快，因此他應該是沒有舉行譯講同宣，因為譯講同宣會使翻譯

速度變得比較慢。 

在竺法護所翻譯的佛經的序跋中，「授」可以代表用梵語說出經文，也可

以代表口譯成中文給筆受。同樣的，「出」常被翻譯為出版，也常被譯為翻譯

（通常指筆譯），但在口譯的過程中似乎更適合用「譯」，但卻鮮少用此字。

47 事實上，「手執胡本」的人，無論他僅是讀出梵文經文，亦或實際進行翻

譯，都被視為翻譯的主體。在翻譯的過程中，翻譯助手多少會些梵語，但整個

翻譯過程仍仰賴主譯的解釋。48 既然身為筆受，他們的中文程度顯然也必須達

到可以將譯文寫下的程度。聶承遠身為長期的筆受，總共在跋中出現七次，而

他的兒子聶道真也出現三次。49 聶承遠在協助翻譯《超日明三昧經》時，由於

原稿文句繁重，他便加以整理刪整。50 顯然，無論筆受是華人和西域僧人，竺

法護相當依賴他們。竺法護的翻譯過程基本如下：他先用梵語宣讀經典，再逐

字逐句的翻譯成漢文白話，其筆受則將口語寫下為佛典文言文，並且經過反覆

校正才定稿。51 他譯經的程序已經有口授、筆錄、正文、編訂、審校等五個步

 
45 “Gandhari and the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Reconsidered: The Case of the 

Saddharmapundarikasutra,” pp. 487-488.《出三藏記集》卷 8：「太康七年八月十日。燉煌月支菩

薩沙門法護。手執胡經口宣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授優婆塞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共筆受。

竺德成竺文盛嚴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長玄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日訖。天竺沙門竺力

龜茲居士帛元信。共參校。元年二月六日重覆。又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寫素

解。」(CBETA 2020.Q4, T55, no. 2145, p. 56c17-24)。 
46 “Gandhari and the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Reconsidered: The Case of the 

Saddharmapundarikasutra,” p. 488.《出三藏記集》卷 8：「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

律。於洛陽寫正法華品竟。時與清戒界節優婆塞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詣白馬

容對與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以九月本齋十四日。於東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經。竟日盡

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CBETA 2020.Q4, T55, no. 2145, pp. 56c26-57a2)。 
47 Daniel Boucher, Buddhism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ird-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Dharmarakṣa and his Translation Idiom, pp. 89-90. 
48 Daniel Boucher, Buddhism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ird-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Dharmarakṣa and his Translation Idiom, pp. 91-92. 
49 Daniel Boucher, Buddhism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ird-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Dharmarakṣa and his Translation Idiom, pp. 97-98. 
50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頁 319。 
51 Daniel Boucher, Buddhism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ird-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Dharmarakṣa and his Translation Idiom, pp.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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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52 竺法護也會將經典透過背誦的方式對徒弟進行口授，據說他在背誦《佛

說文殊師利淨律經》時忘記幾段經文，直到後來取得紙本經文才完成翻譯。53 

竺法護堪稱是羅什前中國佛教界最優秀的翻譯家，翻譯的經典範圍廣闊，

這或許反映當時於中亞所流行的經典類型。他在晚年時，把佛教的洞見變成了

深入研究佛教教理的面，也就是在長安建寺，創立關河學派，為弘揚佛教而培

育人才。54 他的翻譯生涯很長，所以翻譯的數量也相當多。他經典的原文應該

是印度俗語或犍陀羅語，而書寫字體多為佉羅文。他從一開始的一、二人對

譯，到後來趨向多人的合譯，也在口譯漢語和筆受外，增添了勘定和綴文的雛

形。55 他的翻譯速度極快，然而翻譯水準受限於筆受，也因此被認為翻譯風格

變化大，而由於他翻譯速度迅速，也因此他應該並非經常性舉辦譯講同宣，因

為那相當耗費時間。他很仰賴於筆受，而根據現有的文獻，並沒有發現有固定

的譯場，而他也在許多地方和不同的人合作的小翻譯團隊，而這成為後來譯講

同宣譯場的雛形和基礎。56 

 

四、鳩摩羅什（童壽 Kumārajīva, ca. 344-413 年）57  

 鳩摩羅什是首位出現的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誕生於龜茲的天竺人，7 歲

隨母親出家並學習部派佛典，而 12 歲時才接觸大乘經論。58 羅什自小聰明絕

 
52 閻豔，〈佛經翻譯的譯場及翻譯程序〉，頁 32。 
53 Kenneth K. S. Che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p. 366-367. 
54 李尚全，《漢傳佛教概論》，頁 22。 
55 苑藝，〈中國古代的佛經翻譯與譯場〉，頁 75。 
56 《高僧傳》卷 1：「沿路傳譯，寫為晉文。」(CBETA 2020.Q4, T50, no. 2059, p. 326c12) 顯

示他尚未有固定的譯場，而是隨處譯經。 
57 關於羅什的生卒年，各家說法不一，本文以李尚全，《漢傳佛教概論》，頁 22 為標準。 
58 蕭世昌，《鳩摩羅什的長安譯場》，頁 47-48，記述羅什的父親為鳩摩羅炎，受龜茲國王威

脅逼迫而使他破戒並娶過往的妹妹。羅什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學習：1）幼年至 15 歲時學習聲聞

乘佛法教義，每日誦習偈頌，並學習戒律，9 歲師從槃頭達多，學習中、長《阿含經》，共計

400 萬字，並力挫善於辯論的外道，在西域名聲遠播。12 歲時隨母親龜茲，再到沙勒國，花一

年誦習阿毘達摩，並在過往的邀請下講述《轉法輪經》。他閒暇時也會閱讀佛教以外的書籍，

也因此不僅聲聞乘的各種教法且辯論的邏輯清晰，也擅於文詞創作、經義問答，更深諳陰陽星

算。2）15 歲至 40 歲時他致力於學習與弘揚菩薩乘，在沙勒國時認識了出家修道而放棄王位的

莎車王子和參軍王子兄弟檔，其中弟弟很有才華並專門弘揚菩薩乘佛理說法，羅什也向他學

習。在經過長期的討論後，羅什認為「大乘深淨、小乘偏執」，便決定改修學菩薩乘，並將其

教義宣揚開來。在廣學大乘的所有經、律、論後，特別將學習包括《中論》、《百論》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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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並名揚諸西域小國，也因此前秦國王苻堅為了獲得他的幫助，於 382 年派呂

光攻打龜茲，並將 38 歲的他強行帶至涼州。他在此地滯留長達 17 年，直到後

秦皇帝姚興於 401 年迎請他到長安，才在逍遙園組織了大規模的佛典譯場。他

影響較大的經典有《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華經》（《正

法蓮華經》的新譯）、《金剛經》、《維摩經》、《阿彌陀經》、《首楞嚴三

昧經》、《十住毗婆沙論》等。59 羅什是「龍樹之遺風、振慧響於此世」，而

他所翻譯的龍樹、提婆學派之經典，經過了魏晉南北朝的傳播，到了隋朝成為

後來的三論宗。60 可見，他所翻譯的《三論》或《四論》（包含《大智度

論》）在漢傳佛教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關於鳩摩羅什的研究實在是汗牛充棟，而本文專注於他的翻譯風格及譯場

形態。61 他直到 401 年才抵達長安，在此之前久居於涼州，也因此逐漸熟悉中

國文字，並透過僧肇的介紹認識佛學流傳的情況。在中國的既有翻譯經典中，

他特別注意竺法護的譯籍，這也為他將來的翻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雖然他待

在長安的時間僅 8、9 年，卻因為獲得姚興的大力支持而完成不少譯作。此外，

當時許多學者慕名而來到長安，據說有數百至三千人，被安排到他的翻譯工作

中，其中包括僧叡、僧肇、道生、道融等。加上他幾乎將整個佛教經論都銘記

於心，並徹底掌握了所有深奧的道理和哲學，也因此在他翻譯時可以如此順暢

 
二門論》等印度菩薩乘論。他之後隨母親回到龜茲並定居，也收到國王女兒邀請，講解佛經並

開始菩薩聲教義。他在 20 歲時向律師卑摩羅叉學習《十誦律》，並閱讀《方光經》，並回頭向

幼時的老師槃頭達多講解《德女問經》，闡述菩薩乘「因緣空假」的道理，並使老師進而信

服。3）40 歲至 58 歲時，羅什被囚禁在涼州，但他在西域廣說的佛法，在已經名聲東傳至中

土。當時中國政權四分五裂，北部由五胡盤據，東晉司馬政權責偏安於江南。在北部的眾多勢

力中，前秦苻堅早耳聞羅什是得道高僧，因此希望迎請他來，並派呂光帶兵前往龜茲並滅了該

國，而後苻堅慘遭殺害，呂光便自立為王。羅什之後長期受困於涼州，他雖然並未如在西域時

廣宣佛法，但他也是在這段時間內漸通漢語的。 
59 李尚全，《漢傳佛教概論》，頁 22-23。羅什其他有名的經典還有《中論》、《百論》、

《十二門論》、《大智度論》、《成實論》及《十誦律》等。其中《大智度論》的來源學界尚

無定論，但根據經錄記載為羅什翻譯龍樹菩薩的論述，但是學界普遍認為此論典為中國撰述經

論。 
60 《出三藏記集》，卷 8《大品經序》。以羅什所翻譯的經典所創立的「三論宗」所依據的論

典為《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和《大智度論》等。 
61 欲了解羅什的生平，可參考龔斌，《鳩摩羅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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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做註解。62 綜合上述三個原因，他的翻譯質量，無論是技巧和內容的正確

性，都是前所未見的。63 

中國正式建立官方資助的譯場制度始於前秦苻堅的長安，其中有道安、竺

佛念、曇摩難提、僧伽跋澄等人，並以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為原則。64 

羅什繼承了他們的創舉，也曾在二個地方翻譯佛經：逍遙園和長安大寺，並以

406 年為分水嶺。65 他所領導的譯場工作情況大致如下：1）宣讀梵文、2）評

量梵文的內涵意義、3）口譯成漢語、4）參考核對漢梵文字是否符合、5）筆錄

成漢文、6）整理文字、7）勘削冗長成句、8）潤色文辭、9）驗證譯文的文義

和 10）寫出序言，記述譯經的過程和要旨。66 參與的人分為四種：1）羅什及

其弟子、2）西域或天竺高僧、3）皇室成員及 4）長安僧俗。67 

 大部分參與譯場的人為長安的僧俗，而羅什譯經時會邀請全京城對佛學有

研究的人參加，無論是僧人還是居士。他們在譯場聽經，遇到不懂時也會發問

要求解釋，而他們也會同時做筆記，之後被羅什的弟子彙整成註疏。68 這也就

是譯講同宣的譯場模式，而這麼做有助確保譯文清楚、義理準確，也同時幫忙

宣揚佛法，可說是一舉數得。姚興除了支持譯場運作，有時間也實際參與譯場

的工作。他和羅什討論經文要旨，筆受譯文，並手執舊有譯文校正新譯，其他

皇室成員也會加入譯場。69 

羅什在翻譯過程中擔任主譯。身為譯場中極少數通曉漢語、西域語和梵

語，又熟悉佛典佛理的人，他除了負責翻譯佛典的工作、口譯經文之外，也會

 
62 Daisaku Ikeda, “Kumārajīva and Hi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p. 97. 
63 苑藝，〈中國古代的佛經翻譯與譯場〉，頁 76。 
64 苑藝，〈中國古代的佛經翻譯與譯場〉，頁 75-76。 
65 蕭世昌，〈鳩摩羅什大師的長安譯場概況〉，頁 21。 
66 苑藝，〈中國古代的佛經翻譯與譯場〉，頁 76-77。《出三藏記集》卷 8：「法師手執胡本口

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攬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舊義業

沙門釋慧恭僧䂮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叡道恢道㯹道恒道悰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

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

釋論撿之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CBETA 2020.Q4, T55, 

no. 2145, p. 53b5-13) 
67 蕭世昌，〈鳩摩羅什大師的長安譯場概況〉，頁 22。 
68 蕭世昌，〈鳩摩羅什大師的長安譯場概況〉，頁 26。 
69 蕭世昌，〈鳩摩羅什大師的長安譯場概況〉，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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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場人士解釋原經和口譯的內容，接受他們的提問，直到沒有疑問後再校對

審定疑問。70 如上所述，他講解完《維摩詰經》時，在經過弟子的彙整後，其

註疏也大致完成。羅什是譯場的領袖，雖然做主要的抉擇，但也採納弟子的建

議。71 雖然在譯場的人數眾多，但實際參與翻譯工作的僅約十人，大都是比較

出色的弟子。羅什的弟子參與譯事，大都先師從羅什，獲得賞識後由姚興接見

後，才正式加入翻譯團隊。72 他們的工作主要為筆受，但也包括寫序、校正及

譯文潤飾等。 

羅什有感於前人翻譯多「滯文格義」、「義多乖謬」，與原意不相應的地

方很多，所以大力參證、重新翻譯。他的譯文文麗、簡約，是佛典漢譯的文派

代表。他反對用儒家、道家等術語格義佛教思想，主張直接進行翻譯，其譯本

皆「存其本旨」、「義皆圓通」，開創了佛典漢譯的新作法。73 他的翻譯風格

以意譯為主，把重點放在經義而非形式，也遵照「文雖左右，旨不違中」的準

則。74 他曾將翻譯比喻為「嚼飯與人」，而鑑於佛經格式梵漢有別，文化和風

俗差異也大，既然無法兼顧忠實與通順，便追求歸化於目的語的意譯。75 羅什

精通梵文，佛學造詣高深，加上精進於翻譯並在譯場中許多傑出人才協助，他

的翻譯不僅言語精美，而且內容準確，達到了神情並茂、妙趣盎然的境界，他

的《法華經》更被譽為具有「天然西域之語趣」。76 

羅什在早期的翻譯，包括《坐禪三昧經》和《禪法要解》中，並非完全是

翻譯，而是由他利用某些既存的經典來詮釋經文。《坐禪三昧經》的後半部分

融合了羅什利用《大智度論》來解釋他自身的經驗，而《禪法要解》則大量借

 
70 蕭世昌，〈鳩摩羅什大師的長安譯場概況〉，頁 22。 
71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頁 101。羅什在翻譯《妙法蓮華經》時參考了法護的

《正法華經》，其中卷五〈受決品〉有一句話，法護譯為「天上視世間，世間得見天上，天人

世人往來交接」，羅什認為雖然符合原意，但是不夠典雅，在僧叡建議譯成「人天交接，兩得

相見」後，羅什便接受了。 
72 蕭世昌，〈鳩摩羅什大師的長安譯場概況〉，頁 22-23。 
73 汪東萍，《佛典漢譯傳統研究—從支謙到玄奘》，頁 72。 
74 閻豔，〈佛經翻譯的譯場及翻譯程序〉，頁 34、蕭世昌，〈鳩摩羅什大師的長安譯場概

況〉，頁 22 及《出三藏記集》卷 8 (CBETA 2020.Q4, T55, no. 2145, p. 53b2-3)。 
75 閻豔，〈佛經翻譯的譯場及翻譯程序〉，頁 34。 
76 汪東萍，《佛典漢譯傳統研究—從支謙到玄奘》，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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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是他所翻譯的《自在王菩薩經》的偈頌。這二部經也並未以「如是我聞」

開始，這也意味著可能是羅什在分享他的坐禪經驗，而非出自佛說。《坐禪三

昧經》是僧叡在羅什剛從姑臧到長安時（401 年）要求他講說的，但嚴格來說

這二部經典更應該算是僧叡的註疏，而非羅什的翻譯。77 

羅什的翻譯無論是在品質和數量上都是創舉，而他獲得姚興傾國支持與舉

國菁英的參與也使得他在金錢和技術方面都沒有後顧之憂。由於他梵漢文能力

俱佳，對佛法造詣也深厚，他無論是面對弟子的建議或聽眾的辯給都能給予合

適的回應，也因此無論是當場的聽眾或翻譯出來的經典品質都很好。78 他的譯

講同宣翻譯模式使得在宣說經典的同時也完成了翻譯和註疏，這有助於宣揚和

推廣佛法。羅什於譯講同宣所完成的譯經和註釋最出名的是《維摩詰所說經》

和《注維摩詰經》，而他早期的經典《坐禪三昧經》和《禪法要解》則應算是

僧肇的註疏。 

 

五、真諦（親依 Paramārtha, 499-569 年）79 

 真諦是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中第二位出現的人物，是西天竺優禪尼國人。

他從扶南（今柬埔寨）來到廣州，而大同十二年（546 年，48 歲）來梁，梁太

清二年（548 年）到達金陵（今南京），陳太建元年（569 年）入寂，在中土共

待了 23 年。可惜的是大部分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直到天嘉四年（563 年）後，

才在廣州定下來，並獲得幾位弟子的協助，翻譯了一些他帶來的 240 筴梵文經

典。80 他剛到中國時於 568 年在建業受到梁武帝的接見，本來打算建立以他為

中心的官方譯經機構，但無奈遭逢侯景之亂而中止。他也開始了居無定所的生

 
77 Toru Funayama, “Masquerading as Translation: Examples of Chinese Lectures by Indian Scholar-

Monk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pp. 47-48. 
78 《出三藏記集》卷 14：「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挍。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眾心愜

服。莫不欣讚焉。」(CBETA 2020.Q4, T55, no. 2145, p. 101b20-22)。 
79 Toru Funayama, “The Work of Paramartha: An Example of Sino-India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p. 145 提到真諦的梵文別名為 Kulanātha，應翻譯為拘羅那他，但註 14 中《續高僧傳》誤寫為

拘那羅陀。 
80 蘇公望，〈真諦三藏譯述考〉，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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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但依然翻譯了《金光明經》、《金剛經》和《中邊分別論》等重要著作。

562 年原本打算搭船回印度，但船卻因暴風雨而停在廣東。他受到廣東刺史歐

陽頠的邀約而留在此翻譯了《唯識二十頌》和《攝大乘論》，皆是唯識學派重

要的經論。晚年時他鬱鬱寡歡，最後抑鬱而終。享年 71 歲。81 即便時不我

予，但是真諦和他的弟子還是將無著和世親的唯識經典帶入中土，也為玄奘和

窺基的法相宗打下了基礎。 

 船山徹針對真諦所註釋的 26 部義疏做了詳細的研究（包括 13 部大部分已

經佚失的義疏，以及 13 部很可能是他寫的義疏，當中有幾部被歸類為翻譯但卻

有明顯被編輯及註釋的痕跡）82 ，而他也表示如果仔細研究應該還有其他尚未

被歸類的作品。83 在《大正藏》中被歸類真諦的譯註也有許多問題，其中包括

了《大乘起信論》、佚失的《九識義記》、《大宗地玄文本論》、《遺教經

論》和《十八部論》都被認為是誤植為他的譯註。許多其他經論也並非是真諦

所翻譯的，也因此在看經錄中列為真諦的作品時要特別小心，並不能完全採

信。84 真諦在許多翻譯中都有註釋的痕跡，這點可能與他在印度也是論師有

關，而這也間接證明他的譯場應該是譯講同宣的形式，導致為他筆受的弟子無

法判別何為翻譯而何為註釋，也顯示他的翻譯團隊缺乏嚴格的校對機制。真諦

的註釋有下列特點：1）一詞多義、2）解釋專有名詞、3）比較印度與中國、

 
81 Kenneth K. S. Che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p. 134-135.  
82 Toru Funayama, “Masquerading as Translation: Examples of Chinese Lectures by Indian Scholar-

Monk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pp. 50-51 說明在《開元釋教錄》卷 7 中解釋這 13 部大部分佚

失的經典在《歷代三寶記》和《大唐內典錄》中算是真諦的翻譯，但由於它們實際上更接近為

註疏，所以在此遭剔除。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開元釋教錄》中真諦的翻譯大幅減少。《開元釋

教錄》卷 7：「長房內典等錄。復有正論釋義等一十三部一百八卷。今以並是經論義疏真諦所

撰。非梵本翻故刪不錄。」(CBETA 2020.Q4, T55, no. 2154, p. 546c25-28)。 
83 Toru Funayama, “The Work of Paramartha: An Example of Sino-India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pp. 141-183. 
84 Michael Radich, “External Evidence Relating to Works Ascribed to Paramārtha, with a Focu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atalogues,” pp. 92-98. 其中最有名的是《大乘起信論》，雖然傳統認為是馬

鳴所著而由真諦翻譯，但已被認為是中國撰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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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較各部派的理論、5）使用中國而非印度姓氏、6）替中國撰述經做義疏及

7）認同中國佛教的名相。85 

 在上述的七項特點中，除去 1 和 4 以外，其他都有他針對中國佛教信徒而

特別解釋的痕跡，也就是說他為了使中國佛教徒容易理解，而特別舉當地的例

子來解釋佛法。針對第 2 點，他特別解釋專有名詞如「迦葉」和「目連」的字

面意思，讓讀者更容易理解一些背景知識。第 3 點也提到他在敘述季節變化和

度量衡的差異時，和介紹中國沒有的樂器時，會使用「此間」並解釋中國與印

度的差異並舉具體範例。第 5 點討論他舉例時常使用如「張」和「王」氏來取

代原本的 Devadatta 和 Yajñadatta，使讀者更容易理解道理，而非糾結在難懂的

天竺姓氏。第 7 點他使用中國佛教的名相來解釋佛法，如中國獨有的「三十

心」來代表十解、十行和十迴向。第 6 點最有趣，也就是他替中國撰述經《仁

王般若經》做註疏，顯然他為了迎合中國信眾而選擇用民間流行的經典來解釋

佛法。這也否定了真諦拒絕為偽經註疏的假設，但這也未必代表他是在為此經

背書，因為他可能只是為了方便弘揚佛法而做出的折衷法。從上述 5 點可以看

出，真諦為了使讀者（聽眾）方便理解佛法，常使用中國習慣的用詞和解釋，

甚至使用了一般被判定為偽經的經典來解釋佛法，只能說他相當入境隨俗，而

且也很體恤中國的佛教徒，為了使教義更容易理解做了許多客製化的方便。而

這些痕跡雖然無法直接被證實，但也間接證實了真諦是在譯講同宣的譯場邊翻

邊講並由弟子記下，而非親自撰寫註疏。 

 這樣的情況不僅只於真諦的註疏中，也出現在他所謂的翻譯中，這也是為

何他的譯著不見得完全真實反映其印度原本。86 真諦的翻譯有 1）使用中國專

有的名相及 2）有些屬於註疏的解釋混入翻譯本中。真諦在翻譯中使用中國專

有名相。在世親著的《攝大乘論釋》的第三和第四品中，真諦使用了中國專有

 
85 Toru Funayama, “The Work of Paramartha: An Example of Sino-India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pp. 152-167. 
86 Toru Funayama, “The Work of Paramartha: An Example of Sino-India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15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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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十信」和「十解」來解釋。87 這雖然使得經文易懂，但是嚴格來說已經

超出了翻譯的範疇，而添加了個人的解釋和認知。有些屬於註疏的解釋混入翻

譯本中。在《顯識論》中解釋「用識」，他引用《攝大乘論》中的同義詞「正

受識」，雖然對中國讀者來說更清楚，但這很顯然不可能出現在梵文原本中，

因為二詞的梵文是一樣的。88 在《婆藪槃豆傳》中，真諦也用中文解釋世親等

人印度名字的意思，而這些也不可能出現在原文中。89 在同部經中，他也為了

解釋罽賓的地理位置而將它形容為於印度的西北方，之後更用「此間」來解釋

梵文音譯的詞，這些也顯然是真諦解釋時所加入的。90 船山徹認為這些特徵顯

示這些經論是真諦的弟子在記述他口授的教義是寫下的，並認為這是他的「善

巧方便」之一。91 

 整體而言，真諦的翻譯是法相的先河，也可以稱為是舊譯中的翹楚。他梁

代的翻譯不如陳代，因為陳代時筆受位高足慧愷，所以文理皆優美，但因為二

代的筆受不同，所以用詞也多有出入。真諦在世時他的譯述只在中國南部一帶

流通，但在他過世後，弟子僧宗、法准、慧曠等將他的譯述帶進中國中部，到

了隋唐初時風行一時。然而，在玄奘留印歸國後翻出新譯，並嚴格禁止弘揚舊

經，也導致他的翻譯從此一蹶不振。92 真諦很顯然是實行譯講同宣的譯經方

式，但問題是他的翻譯經典如《攝大乘論釋》中卻出現「十解」和「十信」等

 
87 《攝大乘論釋》卷 3：「菩薩有二種：一在凡位、二在聖位。從初發心訖十信以還並是凡

位，從十解以上悉屬聖位。」(CBETA 2020.Q4, T31, no. 1595, p. 174c5-7)；《攝大乘論釋》卷

4：「菩薩有二種，謂凡夫、聖人，十信以還是凡夫，十解以上是聖人，今欲明轉凡夫依作聖人

依。」(CBETA 2020.Q4, T31, no. 1595, p. 177c18-20)。 
88 《顯識論》：「第三用識者，六種眼識界等，即是六識。大論名為正受識。」(CBETA 

2020.Q4, T31, no. 1618, p. 879a11-12) 
89 《婆藪槃豆法師傳》：「此土有國師婆羅門姓憍尸迦。有三子同名婆藪槃豆。婆藪譯為天。

槃豆譯為親。天竺立兒名有此體。雖同一名復立別名以顯之。第三子婆藪槃豆。於薩婆多部出

家得阿羅漢果。別名比隣持跋婆。比隣持是其母名。紱婆譯為子亦曰兒。此名通人畜如牛子亦

名紱婆。但此土呼牛子為犢長子。」(CBETA 2020.Q4, T50, no. 2049, p. 188b22-29) 
90 《婆藪槃豆法師傳》：「佛滅度後五百年中有阿羅漢。名迦旃延子。母姓迦旃延從母為名。

先於薩婆多部出家。本是天竺人後往罽賓國。罽賓在天竺之西北。與五百阿羅漢及五百菩薩。

共撰集薩婆多部阿毘達磨。製為八伽蘭他。即此間云八乾度。」(CBETA 2020.Q4, T50, no. 

2049, p. 189a1-6)。 
91 Toru Funayama, “The Work of Paramartha: An Example of Sino-India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pp. 177-178. 
92 蘇公望，〈真諦三藏譯述考〉，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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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名相，這在其他《攝大乘論釋》中都沒有類似的用語，而藏文版本也

同樣沒有。這種翻譯和著述的混合實際上並非真諦的責任，而要歸咎於他的翻

譯團隊，因為同樣是譯講同宣的模式下羅什在僧叡的校訂後沒有發生同樣的問

題，這或許是由於缺乏稱職的證義所致，但也許是真諦所默許的。他也針對所

謂羅什翻譯但實為中國撰述的《仁王般若經》做註疏，這與一般認為他不會為

偽經做註疏有很大的出入。93 而他在講經時大量使用中國人易懂的譬喻，雖然

對於聽眾更容易理解，但嚴格來來說已經超過了翻譯的範疇，也因此讀他的經

論時都要特別注意。 

 

六、結論 

佛典漢譯在漢地有近千年的歷史，從古譯時期個人式的翻譯，到舊譯時期

譯講同宣的千人場面，再進化至留學天竺歸國的漢人主導的專業人士的翻譯模

式，一直在進化和演變，最終在宋朝由於國力衰敗和印度佛法絕跡而中止。竺

法護雖然文辭不佳，但至少他是忠於梵文原義。他在缺乏供養的情形下依舊努

力不懈的翻譯大乘佛典，也為後面的弘法者種下了一粒佛典漢譯的種子。鳩摩

羅什被奉為佛典翻譯之神，但由於他理解中國人的喜好，對梵漢文字的習性也

瞭若指掌，因此他能化繁為簡，將原本平凡無奇文字頓時變得活潑生動。在羅

什和翻譯團隊的修飾刪減後，將竺法護的《正法華經》和支謙的《佛說維摩詰

經》修改成文具優美並流傳千古的《妙法蓮華經》和《維摩詰所說經》。他在

帝王的贊助下能專心的翻譯，造就了他成為舊譯時期的代表人物。真諦三藏在

印度便是論師，來到中國後對佛典解釋選擇採用本土化的政策，讓聽眾容易理

解也簡單背誦。漢譯佛典不是翻譯給人看的，從中國古代極低的識字率中可

見，用中國專有名詞乃至於偽經宣揚佛法雖然在學術的窠臼中被詬病，但以僧

人要傳法的角度而言是無可厚非的。 

 
93 Toru Funayama, “Masquerading as Translation: Examples of Chinese Lectures by Indian Scholar-

Monk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pp.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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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在每個時代都會改變，早期佛陀宣揚教法時，由於紙張尚未發明，文

字也未普及，所以僧人都是靠每日不斷覆誦經律教，而每次只要碰到意見不合

時，便會產生分裂與新教派的創立。佛法在印度時，都是靠僧人每日背誦經文

進行辯論，因此印度佛法在那爛陀寺才會如此注重因明和辯論。印度人喜好背

誦，而中國人熱愛文字，因此在漢地的佛經翻譯是如此重要。中國古代的識字

率很低，通常知識分子都是想考取公家單位的儒生，而佛教卻因為西域來的佛

教思想被翻譯成中文而成為另外一種教育。中國的識字率既然如此低（約

3%），因此佛經並非翻譯給人閱讀，而主要是為了方便解釋佛法。 

 竺法護為初期翻譯大乘經典的代表人物，不分教派的翻譯西域諸國的佛

典。羅什以龍樹的中觀經綸文主要取材，成為八家共主，對於宣揚佛法有最實

質的貢獻。真諦的翻譯雖然參雜了中國的用詞，甚至為中國所撰述經寫論著，

雖然有竄改佛經的疑慮，但他為了宣揚佛法的心願卻值得敬佩。綜述以上三位

的翻譯背景，以及對譯講同宣的緣起與發展，可見證與了解他們所翻譯經典的

時代與風格。譯講同宣在舊譯時代是開創性的創舉，但也在更專業和分工更明

確的譯場出現後，逐漸退出中國佛教翻譯史。雖然譯講同宣會拖慢翻譯速度，

但在聚集聽眾與一舉數得的功能，對初期佛教發展仍起到承先啟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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